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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 1982年民事诉讼法到 2012年民事诉讼法，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经
历了以公正为名的虚化到以效率为指向的弱化，尽管在外观上逐渐呈现出独立化样态，但

却深陷公正与效率的矛盾而致功能丧失。从充实庭审的现实需要出发，有必要对我国审前
准备程序进行重构。从庭审中心论立场而言，我国应当建构期日型审前准备程序，而非现
行两阶段分置式的审前准备程序。因此，完善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核心内容，绝非止于现
有认识上的重置法官与当事人的权限配置关系，赋予当事人争点决定权并限缩法官权限即

可，而是要遵循当事人事实主张的规制原理，以有理性评价为指针整理、限缩、深化并确认
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藉此，庭审始能高效地实施集中证据调查以发现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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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庭审中心主义是现代民事诉讼法的发展潮流和共同目标，其核心就是围绕争点展

开集中证据调查。因此，以强化争点和证据整理为目标的审前准备程序也就成了实现
庭审中心主义的前提条件。民事诉讼法自我进步与完善的历史，就是通过早期整理争
点与证据以实现庭审集中证据调查的历史。①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全面推进民事经
济审判方式改革以来，开庭前准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被越发强调。争点整理的状况对
民事诉讼审理质量的决定性影响已成共识。②

就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立法和实践而言，1982 年《民事诉讼法( 试行) 》采职权主义
诉讼模式，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中有权主动调查事实和证据，由此造成实践中普遍存在

“先定后审”现象，庭审程序虚化严重，庭审中心主义更是无从谈起。随着经济体制的转
型，我国民事诉讼模式逐步从职权主义转向当事人主义，事实和证据的提出主体也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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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转变为当事人。于是，以防止法官预判及“先定后审”为主要目标的民事审判方式改
革被推向前台。改革之初以废除审前准备程序，实行“一步到庭”为典型，但却造成反复
开庭、诉讼迟延等恶疾。此种改革举措虽以失败告终，然而却在不经意间突出了庭审中
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为改变“先定后审”的传统民事审判方式以及建构真正意义上
的审前准备程序创造了契机。③

鉴于“一步到庭”的失败及革除“先定后审”之需，于现行民事诉讼法既定的两阶段
式民事诉讼程序( 审前准备程序和开庭审理程序) 之前提下，我国学界掀起了审前准备

程序“研究热”。针对外国审前准备程序的评介性成果大量涌现，以英美式独立审前准
备程序为范式“改革”、“重构”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观点更是占据主流。但为防免
预断，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中的权限被缩小至程序性事项，以致审前准备程序的固有功

能严重萎缩，进而使我国民事诉讼陷入“有准备程序而无准备功能”的尴尬境地。
如前所述，设立审前准备程序的必要性已成为不争之论。那么，当务之急则是如何

通过具体设计实现该程序的可操作性，使其真正进入法律并富有生命力。④ 本文将沿着
这一问题意识展开，并就问题的解决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方案。首先必须指出，我国民事
诉讼没有设立英美式独立审前准备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为这样不仅会面临程序
保障的诘问，也不能和我国现行民事庭审方式相兼容，更会加重司法成本和当事人的讼

累。其次，鉴于我国的法律传统、审理方式和司法现状提出如下建议: 审前准备程序的
改造应当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具体方案是利用现行民事审理程序中的首次开庭构建期
日型审前准备程序。最后，本文将就期日型审前准备程序的法理基础、制度功能、程序
构造及程序设计等基本问题作一交代，以此为立法者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

一、审前准备程序与庭审关系的历史演变

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转向当事人主义，审前准备程序与庭审之间的

关系也相应发生变化。在职权主义背景下，法官以审前程序为中心依据职权调查收集
事实和证据，导致了庭审的形骸化。反之，在辩论主义背景下，提出事实主张及举证的
权责属于当事人，必然强调充实的庭审，能为当事人提供充分程序保障的庭审遂成为诉

讼的中心环节。
(一)传统: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审前中心主义

1982年民事诉讼法在民事审判方式上基本照搬前苏联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庭审
构造完全是苏式庭审的高仿品，⑤审前准备程序也概莫能外。所以，法院作为审前准备
程序的唯一主体，其所实施的一系列诉讼行为构成了审前准备程序的全部内容，尤其是

402

中国法学 2017 年第 6 期

③

④

⑤

参见邵明:《第一届全国民事诉讼法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1998 年第 5 期。
参见陈桂明:《审前准备程序设计中的几对关系问题》，载《政法论坛》2004 年第 4 期。
参见段文波:《我国民事庭审阶段化构造再认识》，载《中国法学》2015 年第 2 期。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法官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并审核证据。⑥ 具体而言，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审前准备工
作从受理诉状开始，到正式开庭结束。⑦ 在受理案件后，审判人员首先要认真审阅起诉
状、答辩状和其他有关诉讼材料，进而询问原告并敦促举证，必要时可传唤被告并询问
案件情况。其后，在初步了解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的基础上，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有关
证据。这是审前准备工作的主要内容，也是全部审判工作的基础。⑧ 此种审前准备程序
因疏于保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而饱受批评，⑨但笔者认为，这一被学界反复诟病的审前

准备程序与当时的审理方式、诉讼模式和诉讼理念息息相关，具有“情景的正当性”。
首先，这是调解的前提条件。在继受前苏联法的基础上，我国审前准备程序同时也

凸显了传统审理方式的特点，即马锡五式的调解型纠纷解决模式。亦即人民法院受理
的民事案件，能够调解的，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基础上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
作，促使当事人互相谅解，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瑏瑠 因此，审理过程表现为法官受理案件
并仔细阅卷后深入现场调查取证、了解情况，进而在把握案情的基础上积极进行调解。
其次，这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当时，我国民事诉讼模式采职权主

义而非当事人主义，所以法院并不是单纯的仲裁人。瑏瑡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院可以主动
询问当事人查明案件事实，不受当事人提出证据的限制。瑏瑢 一直以来，查明事实、分清是
非，正确、合法、及时地审理民事案件都是法院的重要任务。并且，在审理过程中，既不
能因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而忽视人民法院在调查、取证方面的职能作用，更不能形成脱
离群众、坐堂问案的衙门作风。瑏瑣

最后，这体现了追求客观真实而非法律真实的诉讼理念。长期以来，法院行使国家
审判权的原则是确认客观真实，依法保护真正的权利不受任何侵犯。瑏瑤 而审前准备则可
以使审判人员了解案情的基本情况，掌握必要的证据，做到心中有数。瑏瑥 此外，原告起诉
时所提供的材料往往不够全面，甚至有假。为了保证法院审判工作的正确、合法、及时，
审判人员应该进行必要的准备，弄清双方当事人的请求和答辩，收集解决纠纷所必要的

证据并做好其他准备工作。瑏瑦

一言以蔽之，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1982 年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前准备程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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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重调查、轻举证”，“重调解、轻裁判”，“重实体真实、轻程序保障”，“准备有余、庭审
不足”等特点。在缺乏实体规范、程序规范以及相应的事实认定和裁判技术能力的情形
下，调解可能是解决纠纷的最佳之选，而以调解为中心的审理方式毋庸过多强调程序保

障。同时，强调职权主义必然忽视程序正义，因此旨在保障当事人事实主张主导权并按
照法定程序进行严格证明的庭审毫无用武之地，庭审的功能被弱化，遑论其中心地位。
(二)转型: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与庭审中心主义

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
( 法发〔2015〕3 号) ，并将其作为修订后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4-2018) 》
贯彻实施。文件强调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强化庭审中心意识，落实直接言词
原则。早在 20 世纪末，以解决“案多人少”为目标的审判方式改革启动伊始，就有观点
主张民事审判方式应从合意中心型向裁判中心型转变以提高审判效率。瑏瑧 而引发这一
改革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事诉讼

制度也迫切寻求自身的出路，亟需从职权主义转向当事人主义。在此背景下，以调解为
核心、职权调查为手段的民事审理方式因模糊了事实和规范的界限、忽视了对当事人的
程序保障而逐渐丧失正当性。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主体地位的保障依赖当事人主义。广义上的当事人主义包括

处分权主义，但狭义上仅指辩论主义，即诉讼资料由当事人收集以避免法官突袭裁判。
这既是当事人的权能，又是责任。瑏瑨 诉讼资料主要包括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明事
实的证据，因此辩论主义又可以分为事实提出原则与证据提供责任。前者为主张责任，
是辩论主义的核心。瑏瑩 其要求法院的裁判基础必须由当事人在庭审中提出。后者为举
证责任，要求法官在法庭中所调查的证据原则上应以当事人提出申请为前提。即要求
以当事人举证取代法官查证。证据收集的主体一经改变，庭审模式亦随之改变。“强化
当庭质证、认证，充分发挥庭审功能”遂成为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瑐瑠

根据辩论主义，法官心证的形成必须受制于两造之间主体性的“辩论”活动，瑐瑡亦即
只有当事人在口头辩论期日中主张的事实才能作为判决的基础。瑐瑢 口头辩论期日，即我
国通常所谓的庭审。因此，强调辩论主义必须强化庭审的中心地位。具体来说，辩论主
义程序保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庭审实现的，即通过庭审期日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场

所，由当事人通过口头辩论的方式提出事实主张和证据，并由法官自由心证，形成对案

件事实和证据的认知和评价。法官自由心证的外部约束依赖于公开、口头、直接、对审
等原则，而庭审又是上述原则发挥制约作用的平台。因此，强调当事人的主导权，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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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主义，防止突袭裁判，必然要求当事人和法官的诉讼行为集中在庭审中实施。反
之，在过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官通过庭外证据调查等审前准备活动难免会对案

情形成初步的判断，即所谓的预断，瑐瑣进而僭越当事人对事实主张和证据提出的主导权，

造成“先定后审”、庭审形骸化或走过场等问题。而且，庭前证据调查因缺乏口头主义、
公开原则等程序公正的基本要素被视为有悖于程序公正。所以，庭审中心的意义即在
于通过开庭审理所承载的各项诉讼原则保障辩论主义，维持法官和当事人之间各自的

权限划分，防止法官通过非正式开庭僭越当事人的权限。当然，当事人主义并非绝对排
斥法官职权，而是在当事人和法官之间进行合理的权责配置。瑐瑤 具体来说，出于诉讼效
率等方面的考虑，法院负责指挥诉讼程序，对程序性事项拥有裁量和决定权。

二、庭审中心视域下审前准备程序的路径选择

对于审前程序过剩的职权主义倾向，司法改革的反应明显过激，为实现程序公正而

废除了审前准备程序，但却引发了庭审失序与诉讼迟延。矫枉过正之后，实务界和理论
界又开始尝试建构独立的审前准备程序，但其或者面临公开原则、直接主义等程序保障
的诘问，或者徒具“准备”外观而毫无实质功效，终又迷失在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率的紧张
关系中。平衡公正与效率的必由之路，则是在口头辩论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前后开庭期
日进行相对的功能分区，赋予首次开庭期日以准备性，就地取材，一庭两用。这种由开
庭期日兼任的准备程序叫作期日型审前准备程序。即在口头辩论一体化的基础上，先
行口头辩论期日附带性地发挥“准备功能”。
(一)审前准备程序废除论之批判

如前所述，1982 年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前准备程序以全面调查研究为中心，这使我
国原有审判方式呈现如下特点:在法官职权探知、追求客观真实的诉讼模式下，既无主
张责任的观念，亦无当事人形成争点的意识。由此，法官收集证据与审查证据的过程重
合，审前准备与庭审成为一个法官职权探究事实的连续体，从而在审判逻辑和审理流程

上既不存在也并不需要区分争点“整理”与“判定”。虽然诉讼流程形式上表现为庭前
与开庭两个阶段，但作为案件处理核心的事实提出和证据调查实际上已经被前置于审

前阶段完成。正式的开庭往往是在案情已彻底查清而调解未果的情况下，为下判决所
走的“过场”。瑐瑥 一言以蔽之，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强大的审前准备程序过犹不及，
僭越了庭审的核心内容和价值，导致庭审形骸化。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向当事人
主义，旧的审前程序已不合时宜，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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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亚新:《民事诉讼准备程序研究》，载《中外法学》2000 年第 2 期。
参见［日］若林安雄:《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交错》，载《民事诉讼法的争点》，有斐阁 1988 年版，第
204 页。
前引②，王亚新书，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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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庭审方式改革的路径来看，废除审前准备程序的做法显然行不通。因以职权主
义为基调的审前准备程序导致开庭走过场，所以为了强化庭审并避免法官庭前接触当

事人而产生腐败和预判，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各地法院纷纷取消审前准备，采用“一步
到庭”的方式。但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贸然进入庭审，法官被迫边整理争点边审理，
而当事人事先准备的证据又常缺乏针对性，加之新证据层出不穷，遂导致庭审混乱和失

序。这样一来，案件往往需要经过数次开庭审理，不间断的庭审被迫间断适用，导致诉
讼迟延。瑐瑦 与此同时，为实现一次开庭即结案，实务中非常流行在正式开庭之外，实行庭
前或庭后证据调查。在这种缺乏基本程序保障的“非正式开庭”中，当事人的辩论( 诉
讼资料) 与当事人的询问( 证据资料) 混合，法院突袭认定事实的可能性增大，不经严格

证据调查就形成心证的几率也随之增加。瑐瑧 继而，当事人主体地位沦丧，庭审辩论流于
形式。瑐瑨 最后，改革回到了原点。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庭前准备程序应由职权主义
向当事人主义转化，而非彻底弱化。瑐瑩 因为在辩论主义下，庭审是当事人提出事实和举
证的过程，而证明的必要性始于争议，当事人之间争议的焦点才是证明的对象，即待证

事实。倘若没有争点，则毋庸举证质证。所以，在开庭质证之前，必须先有审前准备程
序以整理争点。正基于此，实务界和学术界都开始思考如何在开庭审理的前提下恰当
地重构准备程序。瑑瑠

从我国庭审构造的现状来看，审前准备程序不可或缺。审前准备程序完善的过程，
也是审前与庭审关系重置的过程。瑑瑡 现代民事诉讼程序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即以开庭
审理为中心，当事人围绕讼争焦点、对争议的事实及证据展开质证、辩论，法官在此基础
上形成心证。瑑瑢 一旦强调以开庭审理为中心，即面临如何为开庭审理做准备的问题。瑑瑣

在庭审中心视角下，审前准备程序应该服务于庭审。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降，大陆法系
并行审理方式均出现了集中化的改革倾向，即缩短每个开庭审理期日之间的时间间隔

并实施集中证据调查。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争点整理准备程序不可或缺。若未经整理
径直实施口头辩论，将导致当事人自说自话，难以形成真正的交锋。瑑瑤 根据我国现行民
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庭审程序的实质性阶段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法庭调查的实
质内容是质证，瑑瑥解决的是事实认定和证据评价问题，法庭调查结束后进入法庭辩论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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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④，陈桂明文。
参见王亚新、傅郁林、范愉、徐昀、朱芒:《法律程序运作的实证分析》，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 页以下。
参见王亚新、陈杭平:《论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载《政法论坛》2006 年第 6 期。
参见江伟、单国军:《1996 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1997 年第 1 期。
参见前引②，王亚新书，第 75 页。
参见［日］高桥宏志:《争点整理程序立法序说》，载《民事诉讼法杂志》1993 年第 39 号。
参见蔡虹:《审前准备程序的功能、目标及其实现—兼论法院审判管理模式的更新》，载《法商研究》2003 年第 3 期。
前引②，王亚新书，第 107 页。
参见［日］竹下守夫:《“口头辩论”的历史意义和将来展望》，载《讲座民事诉讼》( 4 ) ，弘文堂 1985 年版，第 24 页以
下。
参见王福华:《民事诉讼法》，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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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解决法律适用问题。从 1982 年《民事诉讼法( 试行) 》开始施行起至今，我国适用普
通程序的民事案件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庭审方式审理并作出判决的。瑑瑦 就制度的实际
运营状况而言，我国庭审构造存在功能重复与法庭调查无的放矢等问题。瑑瑧 鉴此，有观
点建议取消庭审两阶段划分，仅保留法庭调查程序。瑑瑨 2015 年的司法解释吸收了这种
看法，基本解决了庭审阶段化构造功能重复的问题。但是，法庭调查无的放矢的问题仍
然悬而未决。法庭调查的逻辑前提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对事实主张存在争议，若当事
人之间并无争议，则毋庸进入证据调查程序。而在尚未充分整理两造争点、待证事实不
明的情形下，如果径直实施证据调查，当事人的举证必然毫无目的性可言，法庭调查自

然也无法围绕“争点”展开，因此将会大量浪费法院及当事人的时间和精力。瑑瑩 重塑审
前准备程序以发挥争点整理的实质性功效迫在眉睫。
(二)审前准备程序独立化之否定

如前所述，我国庭审方式的首要问题是缺乏审前程序的争点整理功能，进而造成证

据调查无的放矢。如果试图维持现有的庭审基本构架，最简单的改革方案便是增设准
备程序，并在充分整理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之后，围绕待证事实展开有针对性地证据调

查。继举证时限、证据交换等审前准备制度失败之后，2015 年民诉法解释设置了庭前会
议制度试图解决争议焦点整理等庭审实质化准备缺失的问题，但从内容来看，审前会议

制度只是现行若干准备程序的“大杂烩”，不仅缺乏争点整理的具体方法，对于法官和当
事人的权限划分也缺乏明晰的界限，为防止“先定后审”而弱化了法官权限，将其限缩为
程序性事项。由于不能围绕实体性内容进行有效的争点整理，而且对事实和证据的提
出缺乏“刚性约束”，即欠缺争点固定的效力，没有明确攻击防御方法是否失权等基本问
题，故难堪重任。瑒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审前会议必然重蹈举证时限制度的覆辙。造成
审前会议制度有名无实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关于完善审前准备程序制度架构的整体认

知，即在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便仓促立法，而盲目吸收实践中缺乏理论证成的做

法则进一步加剧了制度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困惑。
从 2001 年的举证时限制度到 2015 年的庭前会议制度，若干轮循环往复的审前准

备程序的建构路径表明，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完善不能走英美式独立化道路，否则只能

屡建屡败，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首先，独立的审前准备程序与我国民事审理方式相悖。独立的审前准备程序并非

大陆法系口头并行审理主义的标配，而是英美法系法定序列主义的产物。从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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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卫平:《法庭调查与辩论:分与合之探究》，载《法学》200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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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始，理论界就对英美法系的制度与经验情有独钟。瑒瑡 但英美法系民事诉讼制度以陪审
制为设计原点，具有严格的技术性，本质上无法被大陆法系国家所借鉴。瑒瑢 1982 年民事
诉讼法继承了前苏联不间断审理方式的制度架构，但又包含了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等并

行审理方式的因子。于是，随时提出的审理原则与不间断审理方式之间存在一种错接
与混搭。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这种冲突并没有被凸显出来。在废除审前准备程序、
实行“一步到庭”后，庭审负担了准备功能，法官边开庭边整理争点。由此所导致的庭审
混乱与失序等问题导致不间断庭审被迫间断，我国审理方式从“审前 +庭审”的两阶段
外观变成了数次庭审的不间断审理。换言之，我国的民事审理方式在不经意间完成了
向口头并行审理的复位。审前准备程序改革必须把握上述改革的脉搏，否则只能是逆
流而动。
其次，独立的审前准备程序难以满足最基本的程序保障，有悖公开、口头和直接原

则。独立的审前准备程序因为其本质是准备程序，而非口头辩论，因此不受裁判公开原
则拘束以便于法官听取当事人的本意，把握案件真相，大胆整理当事人的主张和证据，

达到促膝相谈的状态。这种模式迎合了尽早解决纠纷的期许，但是，服务于庭审中心的
审前准备程序将会前置处理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并在此基础上整理事实的争点，这便分

解了当事人对席辩论的核心内容，所以不公开将会湮灭口头辩论的本质。为践行口头
主义，则需在开庭中陈述准备程序辩论的结果。此外，如果准备程序法官无权调查证
据，则可能导致以争点整理为核心内容的审前准备工作效率低下。
(三)期日型审前准备程序之选择

鉴于以上分析，摈弃那种以庭外非正式调查询问为主要内容的审前准备刻不容缓，

而建立一种正式的、具有充分程序保障的审前准备程序也势在必行。从与民事审理方
式的契合性、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改革的共同规律、我国民事司法的现状以及立法的便宜
性等因素综合考量，重构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必然选择期日型审前准备程序。
首先，从口头审理方式的角度而言，期日型辩论准备程序乃是审前准备程序的不二

之选。对于完善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之构想，学界基本上停留在对试错性司法改革
的纠偏性反思层面，而并未将其置于审理构造的视角下观察。重构审前准备程序，必须
因“地”制宜，契合现行的审理方式，而不能走独立化的道路。具体来说，从现行民事诉
讼法的规定来看，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属于以口头主义为主、书面主义为辅的混合交错模
式。就提高争点整理的效率而言，厘清争点、掌握纷争实态及促成争点简化协议，多需
借重法院与双方当事人的直接沟通，就所涉法律上及事实上问题交换意见。就此而言，
利用开庭言辞审理整理争点往往更易奏效。瑒瑣 所以，选择以早期口头辩论期日为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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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日型准备程序，既有利于克服审前准备程序独立方式的诸般缺点，也契合了现行民事

诉讼的审理方式。
其次，从比较法上来看，期日型审前准备程序乃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审前准备程序

的“原型”。无论德国还是日本，历史上都没有独立的审前准备程序。以口头审理、随时
提出主义为背景，其民事诉讼的标准运营模式都是边开庭边整理争点，同时调查证据，

当事人事实主张、证据申请与法官的证据调查穿插同步进行。这种方式导致了口头辩
论的形骸化，引起了诉讼迟延等问题。为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和充实庭审，德日均进行
了口头审理方式的集中化改革。瑒瑤 庭审方式遂从缺乏明确的审前准备阶段逐步转向“准
备程序 +主要期日开庭”的两阶段结构。瑒瑥 这种在较为完整的庭前准备程序的基础上通
过一次开庭审结案件的模式，获得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支持。瑒瑦 具体来说，德国民
事诉讼法规定了早期第一次口头辩论期日和书面先行程序两种方式的准备程序，但实

际上法官大多选择第一种方式，仅对能够预见当事人缺席、需要公示送达以及当事人是
外国人的案件适用第二种方式。瑒瑧 就日本民事诉讼法而言，虽然也有三种争点整理准备
程序可供选择，但准备性口头辩论因法官可实施的诉讼行为没有任何限制，又在公开法

庭上进行，且是口头审理程序的一部分，从而通常被认为是争点整理准备程序的原则和

主流形态。瑒瑨 不难发现，德日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改革的基本规律是就地取材地利用口头
辩论期日，并将前后期日进行功能上的相对分化，即通过早期期日进行事实主张与证据

等争点整理，而主要期日则集中实施证据调查。
再次，期日型审前准备程序可以避免让早已不堪重负的法院雪上加霜。由于我国

民事司法改革的动机始于为法院减负，因此任何增加法院负担的改革都将受到抵制，并

潜藏着失败的危机，审前准备程序也概莫能外。比如“一步到庭”的改革突出了庭审中
心的意义，纵然满足了学界对于正当程序的价值诉求，却导致多次反复开庭而加重了法

院的审理负担，致使案件积压，打乱了民事审理的节奏，不得不宣告失败。非但如此，独
立的审前准备程序意味着需要法院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这与当下一线办案法官不
增反减的改革趋势背道而驰。在审判压力仍然过重的情形下，对效率的追求决定了审
前准备程序改革应该做减法而非加法，即必须遵循“就近改造”的便宜原则。期日型审
前准备程序系兼具准备功能的口头辩论期日，因此无需另起炉灶，投入额外立法资源。
最后，期日型审前准备程序还可以避免审前准备程序与庭审陷入恶性竞争的紧张

关系。如果审前准备程序过于发达，规模甚大，势必喧宾夺主，令庭审走过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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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①，［日］竹下守夫书，第 2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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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审前准备程序即如是。反之，如果审前准备程序欠发达，规
模甚小，势必功能萎缩，无法发挥应有的准备作用。比如我国 1991 年之后的数度民事
诉讼法修改，因逐步限缩法官权限，使得法官有心无力，无所作为，肇致审前准备程序空

洞化、形骸化。而消除这种竞争关系的唯一方法，就是构建期日型审前准备程序以消除
审前准备程序和开庭之间的绝对界分，重塑首次开庭期日的功能，并在维持口头辩论一

体化的基础上，形成相对的功能分置。

三、期日型审前准备程序的法理基础

此前我国审前准备程序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相关理论研究严重匮乏，导致无

法明确审前准备程序的主体与权限，以及依据何种原理，按照何种方法进行争点整理。
(一)期日型审前准备程序的主体与权限

毋庸多言，程序性事项必然是审前准备的内容之一。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应当保
留实体性内容。对此，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应当削弱甚至废除实体性准备的内容以避
免审前准备程序过度染指案件的实体性内容而架空庭审，肇致庭审形骸化，瑒瑩从而主张

采用专门的审前准备法官或限制审前准备程序法官的权限，但皆不可行。
1. 专门准备型法官之缓设
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审前准备程序的主体一般由承办本案的审判人员瑓瑠担当，

1982年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审前准备程序也不例外。其原因在于以下两点:其一，无需
当事人提出申请，法官便可以依职权感知证据所附着的信息; 其二，审判人员比较了解

案情，知道应该收集哪些证据，以便在开庭审理中审查证据，故其调查不限于物证、书
证，还可以预先询问证人，并决定有无必要进行鉴定和勘验。瑓瑡

但是，在辩论主义下，争点整理的主体究竟应该由谁担当呢? 对此，有两种对立的

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承办法官作为争点整理的主体有利于推动诉讼进程、尽早确定开
庭日期、促进和解或以其他替代性解决方式化解纠纷，从而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并提高诉
讼效率。从比较法的角度观察，强调法官在审前阶段的介入几乎是西方国家民事诉讼
制度改革的共同趋势。瑓瑢 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由于我国民事审判大部分实质性工作是在
开庭前进行和完成的，瑓瑣而口头辩论和准备程序目的迥异，因此没有必要是同一法官，毋

宁分开更好。并且，当准备程序与承审诉讼的法官同一时，产生预判的可能性将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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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瑩

瑓瑠

瑓瑡

瑓瑢

瑓瑣

刑事诉讼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庭前准备主要处理与审判相关的程序性争议，虽旨在为集中审理做准备，但不得

代替集中审理。参见莫湘益:《庭前会议:从法理到实证的考察》，载《法学研究》2014 年第 3 期。
“审判人员”属于法定术语。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33 条的规定，审判人员是指经选举任职的人民法院院长，以
及被任命的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不包括法官助理。
参见前引瑏瑤，柴发邦等书，第 290 页。
参见吴泽勇:《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正当化》，载《法学》2005 年第 1 期。
参见李浩:《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研究》，载《政法论坛》200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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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因此，应当建立准备法官与审理法官分立制，以防止“先定后审”与“先入为主”，同
时强化当事人主导地位。瑓瑤 从比较法上来看，既有主体分离模式，也有主体合一模式。
前者如美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后者如前苏联、日本、瑞士、奥地利等。瑓瑥

比较前述两种观点可以发现，主张由同一审判组织主导两个程序的思路重在追求

诉讼效率。相反，准备法官和承审法官的分离模式则表明了对于公正的价值诉求。从
历史上来看，我国民事审判的价值诉求经过了一个从追求效率到关注公正的演变过程。
经济体制改革伊始，由于案多人少的压力，司法改革的目标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
随着程序正义观念的兴起，逐渐演变为“宁可慢些，但要好些”。司法实践中的大立案制
度就是这种模式的尝试，而且也曾获得了理论界的认可。瑓瑦 但该制度很快便偃旗息鼓，
宣告了主体分离模式的失败。分立模式意味着需要增加法官的数量，这在法官员额制、
编制有限的情形下不啻为缘木求鱼。当前，我国案多人少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仅追求
价值上的正当性远远不够，不顾效率，甚至贬损效率的公正只是看起来很美，势必难以

获得实务界的支持。而期日型准备程序本质上即为口头辩论，因此法官同一理所当然。
在主审法官负责制之下，这种方案也具有操作上的便宜性。瑓瑧

2. 限缩法官权限范围之悖论
一直以来，对于准备程序法官的权限范围，立法的态度较为一致。具体而言，1982

年《民事诉讼法( 试行) 》第 87 条规定，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阅诉讼材料，进行调查研
究，收集证据。1991 年民事诉讼法继受了上述规定，其第 116 条规定审判人员必须认真
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瑓瑨 2007 年、2012 年的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也没有
废止该条规定，而 2015 年民诉法解释第 96 条则进一步细化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需要
调查的证据范围。因此，从法条内容的沿革来看，确定争点的主体向来是法官而非当事
人，瑓瑩且其庭前审核调查证据的权力过大。瑔瑠 正基于此，有观点主张在审前准备程序中
应以当事人为主体，并由法官行使释明权进行指导，但法官不能替代当事人决定争点和

证据。瑔瑡 这也成为审前准备程序改革的方向之一。但是，对我国审前准备程序法官权限
大小问题的讨论不能孤立进行。如果前后两个程序的法官不同，权限过大则意味着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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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瑤

瑓瑥

瑓瑦

瑓瑧

瑓瑨

瑓瑩

瑔瑠

瑔瑡

参见前引⑥，黄国新文;前引瑑瑢，蔡虹文;江伟、肖建国、王谢春:《1995 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
家》1996 年第 1 期;李忠诚、陈刚:《1998 年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综述》，载《中国法学》1999 年第 1 期。
［日］竹下守夫、铃木正裕、新堂幸司:《注释民事诉讼法( 5) 》，有斐阁 1998 年版，第 419-430 页。
参见前引④，陈桂明文;前引瑑瑢，蔡虹文。
在刑事诉讼中，原则上由合议庭成员负责庭前准备，且不限于一人。例如，《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前会
议实施细则( 试行) 》第 7 条规定:“庭前会议一般由审判长指定合议庭成员一人主持; 重大复杂案件，由审判长主持
庭前会议。”再如石家庄新华区法院、检察院联合下发的《关于刑事公诉案件庭前会议实施细则( 试行) 》第 8 条规定:
“庭前会议应当由负责审理该案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中的一名审判人员主持; 如果案件重大、疑难、复杂，则由合议庭
全部组成人员参加，审判长主持。”
前引瑏瑡，柴发邦主编书，第 309 页。
参见胡亚球:《民事诉讼制度进化中的争点整理程序》，载《苏州大学学报》2012 年第 3 期。
参见占善刚:《完善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之构想》，载《现代法学》2000 年第 1 期。
参见前引④，陈桂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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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低下，进而大大弱化庭审的地位。相反，如果前后法官相同，权限过大则会僭越当事
人对事实和证据提出的主导权，造成庭审空洞化和走过场。而不论法官是否同一，权限
过小或者限于程序事项都将导致审前准备可有可无，功能不足且效率低下。
法官的权限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诉讼指挥权、证据调查权以及判决权。

一般而言，英美法系审前准备程序的法官比较消极，权限较小，虽有扩大化趋势，但仅停

留在程序指挥层面。瑔瑢 相反，大陆法系国家审前准备程序的法官权限较大，特别是在期
日型辩论准备程序中，其几乎拥有庭审法官的权限，在主体同一时尤为如此。
德国和日本的审前准备程序法官都有一定的证据调查权限瑔瑣，可以对书证和物证进

行证据调查。一方面，这是因为书证和物证并不会因调查场所和时间的不同而影响证
明力。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在于，审前准备程序的法官并不能跨界，亦即僭越庭审法官
的证据调查权限。反观我国，由于曾经采用职权探知主义，审前准备程序法官的证据调
查权毫无限制，因此架空了庭审，致其形式化和走过场。其后，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体
制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民事诉讼法减少国家干预色彩，弱化法官职权。瑔瑤

如果全面限缩法官的权限，当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庭前预断。但倘若因此而矫枉
过正，剥夺审前准备程序法官所有的证据调查权限，那么法官可能根本无法整理争点，

在整理案件事实时势必力不从心。期日型审前准备程序是以整理争点和证据为目的的
口头辩论，因此如有必要法院可实施所有诉讼行为，包括证据调查。
(二)争点整理的原理与路径

从我国庭审构造来看，审前准备程序的目标在于明确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以便

庭审有的放矢，围绕争点展开证据调查，提高诉讼效率。一般而言，争点整理即事实与
证据的整理。广义上的争点整理还须明确当事人所主张的法律观点的根据及可以证明
经验规则的证据以深化争点，排除妨碍和解的因素，限制当事人提出新的攻击防御方法

或诉的变更以防止纠纷扩大。瑔瑥

1. 争点整理的原理
如前所述，在功能相对分置的程序构造下，庭审旨在实施集中证据调查，而期日型

争点整理准备程序则主要进行事实主张与争点整理。当事人应当在期日型争点整理准
备程序中主张事实，明确争议事项，并在证据调查程序中提出证明主张的最佳证据。因
此，争点整理首先是整理当事人的事实主张。通说认为，要件事实应由负担主张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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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瑢

瑔瑣

瑔瑤

瑔瑥

参见［日］笠井正俊:《证据开示与当事人·法院的作用》，载《民事诉讼杂志》2002 年第 48 号。
日本法上的准备程序曾经不能发挥作用，其直接原因并非失权效的欠缺，而主要在于准备程序法官指挥争点整理的

时候，因不能实施证据调查而无从把握案件的整体情况，也不能大胆地整理压缩争点。并且，准备程序法官不能进
行中间裁判，当发生中间争议时，其只能中止准备程序并期待受诉法院作出判断。基于此，日本现行民事诉讼争点
整理准备程序中，法官被赋予证据调查权，比如就书证展开证据调查以为后来庭审中的人证集中调查做好充分的准

备。
参见［日］上原敏夫:《诉讼的准备与审理的充实》，载《讲座民事诉讼》( 4) ，弘文堂 1985 年版，第 206 页。
参见［日］上谷清、加藤新太郎编:《新民事诉讼法施行 3 年的总括与展望》，西神田编集室 2002 年版，第 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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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提出。如果一方当事人没有尽到主张责任，法官在判决中就不能导出对其有利
的法律效果。瑔瑦 因此，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必须以实体法为依据，使请求有理由。此之谓
诉的“有理性( Schlüssigkeit) ”，即构成要件充足性。就字面而言，所谓有理性即许可推
论，意味着连接事实主张与请求之间进行法律推论的“筋”。瑔瑧 事实主张的整理过程，即
法官判断当事人的主张是否具备有理性，也是对当事人事实主张进行法律适用的逻辑

判断过程。
如同自认可以压缩争点的范围从而减少证据调查一样，事实主张的有理性审查亦

旨在排除不必要的审理和证据调查，系一种以最短的审判路线达致判决的裁判方法，防

止因无谓的证据调查而浪费司法资源，避免对方当事人与法院承受不必要的负担。在
诉讼爆炸、案多人少的司法现状面前，此争点整理的方法对于节约审判资源、提高审理
效率大有裨益。具体而言，法院在对争议事实进行证据调查之前，需要在假定当事人主
张的事实全部真实的基础上，判断在实体法上是否能够认可以该事实为法律要件的诉

讼请求或抗辩。对原告而言，即能否根据实体法从其主张的事实推导出诉讼请求;对于
被告而言，则是能否据其主张的事实阻碍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若不能推导或阻碍，则
不必实施证据调查，待判决时机成熟，法官基于该主张直接认定法律效果不发生。瑔瑨

法院进行有理性审查的基础资料，系当事人“现实的主张”，即当事人基于对事实关
系的实际认知而提出的事实以及自认的事实。为了明确法院证据调查应判断的具体争
点，当事人不仅需要抽象地主张自己负担主张责任的事实，还必须提出重要的间接事实

以及作为证据调查认定对象的具体事实。与当事人的权责相对应，为促进诉讼与审理
的集中化，在争点整理阶段，法院应当行使释明权等诉讼指挥权，促使当事人的主张及

否认具体化，并尽可能防止证据调查的对象过于分散和零碎。
2. 争点整理的路径
对当事人主张的审查分为三个阶段，即原告主张的审查、被告主张的审查以及证据

调查方面的审查。法官必须按照上述顺序进行审查，不得遗漏和跳跃。按照既定顺序
进行严格的有理性审查可免去不必要的证据调查，从而妥适、迅速解决纠纷，节省法院
和当事人的时间和精力，保护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实现诉讼经济;否则，不仅可能导致诉

讼记录庞杂化、诉讼迟延化，而且可能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或因审理不尽而造成突袭裁
判。瑔瑩

主张的有理性审查首先从原告的主张开始，即审查请求原因事实。如不能从原告
的事实主张推出其所申请的诉求，即欠缺有理性。此时，法院应直接终结诉讼，判决驳
回请求，无需继续审查被告主张以及进行证据调查。需要注意的是，在原告的主张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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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瑧

瑔瑨

瑔瑩

参见段文波:《程序保障第三波的理论解析与制度安排》，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 年第 2 期。
参见［日］中野贞一郎:《民事程序的现在问题》，判例时代社 1989 年版，第 221 页。
前引瑏瑨，［日］三木浩一等书，第 227 页。
参见许士宦:《集中审理之争点整理》，载《月旦法学教室》第 117 期( 2012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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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性时，便应驳回其请求，而不必理会被告的态度和主张，即被告防御对判决主文毫

无影响。瑖瑠 当然，在主张欠缺有理性时，法院当予释明。在原告请求通过有理性审查之
后，继而对被告答辩进行有理性或重要性审查。在这一阶段，法院需要审查被告答辩所
依据的主张是否足以导致原告的请求被认为无理由而被驳回。如果可以推翻原告请
求，被告主张即具备有理性，则可以进一步整理争点并确认待证事实。反之，如果法院
认为被告的主张欠缺有理性，应予释明，并劝诱和解或判决认可原告请求，无需展开证

据调查。瑖瑡

实践中，大部分民事案件都需要运用间接证明的方法。在主张阶段的有理性审查
之后，决定采纳证据之前，需要审查间接事实是否具有推认力或使用可能性，即间接事

实推认主要事实的证明力。瑖瑢 如果负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没有提出充分的间接事实，将
因懈怠本证而败诉。此时，法官无需进行证据调查，也不必理会反证申请，案件就此终
结。例如，在间接事实 abc合力方能证明主要事实 A 时，原告仅提出了 ab，不论其真伪
均不能推导出 A，因此不必进行证据调查，直接判原告败诉即可，否则即违反诉讼经济
原则。瑖瑣 如果原告提出 abc，但推认力仍然不足时亦同。当然，为了防止法院突袭裁判，
特别是推理过程的突袭，在驳回请求之前，法官必须释明并适度开示心证，表明 abc 三
个间接事实的推认力，使当事人有机会增补事实并陈述意见。同理，自认请求原因的被
告同时主张抗辩 B时，若未举示证明 B的间接事实 def，或者虽然摘示但推认力不足，法
官则不必对间接事实 def实施证据调查。此时，被告因懈怠本证而败诉。瑖瑤

四、期日型审前准备的程序构造

法院认为需要且适宜整理争点与证据时即可裁定交付期日型争点整理准备程序。
争点整理应在起诉后的诉讼早期阶段实施，从第一次开庭开始也未尝不可。在日本的
实务中，往往在诉状送达被告时便已经指定了第一次口头辩论期日，由于此时多半不知

道被告的答辩内容，所以第一次开庭期日通常用于听取被告答辩意见以分流案件，而第

二次开庭方才进行期日型口头辩论准备程序。瑖瑥 裁判长在第一次口头辩论期日前，可以
听取当事人事实陈述以顺利准备第一次期日，实现案件分流，促进当事人和解。瑖瑦 争点
整理完结、裁判时机成熟时，法院便裁定终结准备程序并确认待证事实，以便在续行期
日实施证据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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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程序的启动

期日型审前准备程序的启动模式取决于一国的审理方式及其他诉讼政策等因素。
基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及诉讼环境，为确保审理的灵活以及诉讼的效率，在现行庭审方式

下宜采取法官裁量的方式。法院在裁量是否适用准备程序时，应以案件的繁简作为判
断基准，同时基于功能最大化及程序保障的考量，应当兼顾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

1. 裁量抑或强制
审前准备程序采强制主义还是裁量主义，根本性的影响因素在于审理方式。具体

而言，英美法系国家多半将审前准备作为一个必经的程序阶段，这是其集中审理的构造

所决定的。并且，即便是采用类似集中审理构造之不间断审理的前苏联民事诉讼，也采
用强制启动主义，审判员认为案件准备充分后才会裁定案件开庭审理的日期。瑖瑧 相反，
大陆法系国家由于采用口头并行审理方式，即使设有审前准备程序，也以裁量适用为原

则。比如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裁判长可以根据诉状裁量选择适用早期第一次口头辩
论期日或书面先行程序。而基干为大陆法系、混合了些许英美法要素的日本民事诉讼，
从其立法沿革来看，准备程序的适用在原则强制主义与裁量主义之间摇摆。瑖瑨 直到
1956 年，由于案件积压严重，遂取裁量主义。由此可见，选择裁量还是强制主义也会受
到案件数量等因素影响。
反观我国，80%以上的案件由基层法院受理，其中多数又是简单案件，并无整理争

点之必要，强制适用审前准备程序不仅可能无益于提高庭审效率，反而会加重审理负

担。此外，我国民事审理方式采用大陆法系口头并行审理主义，期日型审前准备程序原
本就是一庭两用，其优点之一便是富有灵活机动性。因此，为了使法官可以随机应变、
灵活地利用准备程序，同时避免向法定序列主义倒退，宜采裁量模式。比如，法院可以
在第一次开庭时观察被告的反应后决定是否适用准备程序。

2. 判断的标准
法院在裁量是否适用准备程序时，应以案件的繁简作为判断基准。如果案情简单，

则缺乏整理争点的必要。而在当事人的主张与证据关系复杂时，或者在当事人及请求
众多的案件、预备性和假定性主张很多的案件，抑或在特殊专门领域的案件、主张不明
确的案件及本人诉讼案件中，就需要适用准备程序整理争点。瑖瑩 一开始比较简单但后来
逐渐演变为繁杂案件的，也可以适用准备程序。例如，法院开庭后基于被告答辩才认为
案件复杂时，完全可以将案件交付准备程序。对于期日型准备程序而言，因为采裁量主
义，所以即使法官对繁杂性判断错误，将简单案件交付准备程序也无可厚非。

3. 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
对于法官进行上述裁量时是否需要考虑当事人意思的问题，有观点认为，争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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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 143 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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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程序是法院与双方当事人的共同作业，如果缺乏当事人的配合，准备程序便难以发

挥预期的功效。即便从尊重当事人的主体性和自律性出发，也应该尊重当事人的意见。
当事人的合意即使拘束法院也不会损害公共利益。瑘瑠 日本的通说认为，实施准备程序的
决定权和主导权乃是法院的专权，无需理会当事人合意。当事人合意进行或反对实施
准备程序时，合意无效。瑘瑡 笔者以为，由于现实中的案件多种多样，需要法院随机应变、
灵活处理，出于提高诉讼效率之考量，应当维护法官的裁量自由。与此同时，为了兼顾
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可以在交付准备程序时征询当事人的意见。但是，当事人的意见
对于法院的决定仅具有参考价值。
(二)程序的终结

程序终结时的效力规制是关涉审前准备程序功能发挥的决定性因素。审前准备程
序是否产生失权效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实体真实和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更与一国的诉

讼理念以及诚实信用原则、诉讼促进义务等整个立法条文体系息息相关。从我国民事
诉讼立法及理论的整体构造出发，在期日型审前准备程序终结时，法院和双方当事人应

确认此后庭审集中证据调查的争点，但不宜规定失权效，仅需要根据诚信原则科以当事

人相应的说明义务。
1. 是否失权
是否失权是伴随准备程序与生俱来的问题，如果强化失权，就会引发诸多不必要的

假定性主张。反之，若允许当事人在准备程序终了后提出新的主张与证据，将大为贬损
争点整理准备程序的意义。国内的多数观点认为，审前准备程序的功能应包括约束当
事人的言词辩论行为，即固定当事人在审前准备程序中主张的事实和提供的证据。如
无特殊情况，当事人不得在开庭言辞辩论时再提出主张及证据，以保证庭审的公正和效

率。瑘瑢 如在之后的庭审辩论中许可当事人提出没有在准备程序中主张的事项，将会导致
准备程序形同虚设。瑘瑣 质言之，即强调审前准备程序终结应产生强烈的失权效以固定争
点。瑘瑤 日本旧民事诉讼法曾规定，准备程序终了后，原则上不得提出新的主张与证据。
但是，伴随强大失权效的准备程序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原因即在于当事人唯恐失权，从
而提出大量假定性主张和抗辩导致审前准备机能不全。瑘瑥 后来，为了确保争点整理的实
效性，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便废止了准备程序中的失权效。瑘瑦 同样，德国民事诉讼法也没
有以争点程序终结为由认可以一般性诉讼促进义务为基础的失权效，而是将争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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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原告和被告的攻击防御分为若干提出阶段，当事人懈怠法院针对各阶段裁定的

期间才会产生基于特定诉讼促进义务的失权效以充实并促进审理。瑘瑧

诚然，当事人在口头辩论阶段提出重大新事实与证据不仅会对另一方当事人构成

突袭，还会打乱法院集中证据调查的步骤，肇致庭审失序与诉讼迟延。因此，确有必要
限制当事人提出新的攻击防御方法以保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间接强制当事人在准备

程序中适时提出事实主张和证据申请。但不宜规定失权效，以免重蹈法定序列主义之
覆辙。此外，因为我国现行民诉法中关于逾期举证的规定也以失权为例外，所以为避免
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也不宜为争点整理程序规定过于严格的失权效。

2. 说明义务
为了实现以争点的整理和压缩为前提，高效且富有弹性的审理，现代大陆法系国家

的民事诉讼法均一改随时提出主义的理念，转采适时提出主义。以适时提出主义为背
景，争点整理准备程序终结后提出攻击防御方法的当事人负有向对方当事人说明的义

务，没有履行说明义务时可以推定其对迟延提出存在重大过失。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此为基础，在期日型审前

准备程序终结后，意欲提出攻击防御方法的当事人应对另一方当事人负有说明义务，且

应以书面方式说明理由。藉此，可以对当事人施加一种心理上的强制，以期固定争点整
理的结果。若当事人在准备期日中当庭口头说明，法院应形成笔录，且对方当事人有权
请求交付书面说明。一方面，出于尊重当事人在准备程序中主体地位之考量，是否要求
说明委于当事人意思。但另一方面，当事人履行说明义务并不妨碍法院适当地行使诉
讼指挥权。例如，对于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错过时机提出的攻击防御方法，法院可依职
权驳回，而对于涉及案件基本事实的，则可以对当事人处以训诫、罚款。

3. 确认待证事实
争点整理结束时，法院和双方当事人应确认日后证据调查的待证事实。在确认方

式上，若待证事实数量少且比较简单，则口头确认即可。反之，待证事实的数量多且内
容复杂时，比如在医疗诉讼中，为了防止以后围绕待证事实的范围产生争议，裁判长认

为适当时可以要求当事人提出归纳和确认争点的文书。文书的内容不必过于详细，仅
记载残存的争点即可，以免给当事人造成过重负担。为减少分歧，最好由双方当事人共
同做成一份争点整理表。鉴于笔录具有法定证明效，故也可简洁地将待证事实记载于
笔录。准备程序终结后，受诉法院认为确有必要时，比如当事人发现了新的事实和证
据，可以再度裁定将案件交付准备程序。瑘瑨 这是准备程序启动采裁量主义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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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庭审，何来准备。在以庭审为中心的改革背景
下，审前准备程序必须服务于庭审。当前，我国庭审方式改革的趋势是集中化审理，即
庭审以实施集中证据调查为核心。以此为前提，审前准备的目标只能是压缩并深化争
点整理。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事实和证据必须由当事人主张和提出申请。但是，
如果当事人不能充分掌握案件的信息，则无从实现事实主张的具体化并围绕纠纷核心

整理争点。为此，必须完善证据收集程序以便当事人充分把握案件信息，并从制度上保
障当事人可以尽早提出事实与证据。瑘瑩 与此相关的文书提出义务、诉前证据收集等问题
都需要今后进一步研究。

Abstract: From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for trial implementation in 1982 to the current
civil procedural law in 2012，the reform of the pretrial preparation procedure in our country
has undergone a stage from blurring in the name of justice to weakening in the direction of
efficiency． Although it seems to be independent from the appearance，it actually loses all
functions for being mired i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justice and efficiency．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pretrial preparation procedure of our country from the realistic needs of the
trial． An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trial center，China should construct a date type pretrial
preparation procedure rather than a two stage pretrial preparation procedure． Therefore，to
improve the core content of our pretrial preparation process is not only resetting the
relationship of power allocation between the judge and the party from the existing knowledge
and giving right of decision to the party and limit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judge，but to follow
the regulative principle of facts that the party claim，and arrange，limit，deepen and confirm
the focus of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rationally． Due to these，the trial will be able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evidence survey to find out the facts．

(责任编辑:陈贻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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